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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移民的内迁、去留与身份认同 

——以重庆地区移民为重点 

张勇
1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产生了数百万的内迁移民。

三线建设移民属于政府主导型移民，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迁出地和迁入地都为内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这使得三线建设的内迁速度较快，短短数年间就基本完成大量企事业单位及人员的迁移。在改革开放与调整改造之

后，三线移民及其后代面临着离去、留守以及返回家乡等多种选择。虽然三线移民对自身的地域身份认同仍存在差

异，但他们对群体身份认同却较为一致，基本都认同“三线人”的身份，并通过一些活动与形式来强化三线移民和

“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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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多年来，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对于三线建设中的移民

问题，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进行了研究。其中，陈熙、徐有威从人口迁徙过程的角度出发，对上海皖南小三线移民的

动员、迁入、安置、回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上海小三线移民尽管在皖南落地 20 余载，却始终未能在当地生根。(1)王毅以

重庆为例，主要依据档案资料，从工资、物价、劳动福利、生活物资供应等方面探讨三线内迁职工面临的社会生活问题，以及

相关部门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2)董志凯从宏观层面对三线企业搬迁的总体部署、项目实施以及经验教训进行了论述，但并

未研究搬迁中的移民问题。(3)因此，对于三线移民涉及的诸多问题，有待学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三线建设期间，三线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为内迁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准备?三线内迁职工及其家属经历了怎样的迁移过程?

在改革开放和调整改造后，三线移民又面临着怎样的去留抉择?当今的三线移民有着什么样的身份认同?要想解答这些问题，研

究者必须选择一个重点区域，在收集各类资料和从事田野调查、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伴随着大量企事业单位的内迁，重庆涌现了数十万的三线建设移民。因此，本文拟以重庆地区的三线移民为研究重点，兼及其

他地区的三线移民，对他们的内迁准备与过程、去留抉择、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促进三线建设及三线移民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 

一、内迁准备与过程 

(一)内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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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及人员内迁之前，从中央到地方，从一线到三线，从主管部门到搬迁企业，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64 年 8 月，

毛泽东强调要从新的战略方针出发重新布局工业，明确提出: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4)1964 年 8月到 10月，李富春、

薄一波、罗瑞卿多次就迁建问题向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报告，要求加快沿海企业内迁的进度，加强对迁建工作的领导，并提出了

迁建的设想和实施意见、指导思想和步骤安排。(5)国务院各部委也分别提出了初步的迁厂方案。(6)1964 年 12 月，国家计委、国

家经委发布《关于搬迁工作分工管理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在积极地进行选厂、迁厂的各项工作，

要求搬迁工作必须按照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原则进行，并就各系统搬迁计划的组织执行进行了分工。(7)同时，国务院所属的

10多个部、委、办(包括国家计委、建委、国防工办和一机、八机、铁道、冶金、煤炭、石油、化工、水电、建工、建材等部)，

都分别由负责干部带领有专家参加的工作组到西南实地踏勘，进行搬迁和新建项目的选址工作。(8) 

各地方政府也在为企业搬迁进行组织和准备。例如，作为企业搬迁的重点地区，上海市对三线建设搬迁工作做了严密的组

织安排。上海在市委领导下成立了支援内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对上海三线建设的整个搬迁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各有关

工业局也建立了搬迁办公室，组织工作队到批准内迁的企业指导工作，负责检查督促，研究政策，解决矛盾。(9)虽然时间紧迫，

但内迁企业自身仍为搬迁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包括制定搬迁方案、进行搬迁动员、确定内迁人员以及前期实地调研、随迁家

属安置、各方协调等。 

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早在 1964 年 10 月便初步编制了关于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根据国家计委已定

的项目和重庆现有工业需要配套的状况，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200 多个大三线项目。当时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 122个，

从华北地区迁入 43个，从东北地区迁入 27个，从广州、南京等城市迁入 20个。其中，有分属兵器、船舶、电子、航天、核工

业等部的 90个国防企事业、科研单位，还有与之配套的机械、冶金、化工、仪器仪表、橡胶、交通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
(10)
同

时，三线建设期间还对重庆原有的一批企业进行了改建和扩建。不论迁建、新建还是改扩建项目，都必然带来相关企事业单位

及大量人员的内迁。下面以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内迁重庆新建机械厂为例，说明搬迁前有关企业所做的准备工作。 

1964 年，一机部决定将杭州汽车发动机厂(简称杭发厂)一分为二，将部分设备和职工搬迁到重庆新建机械厂(简称新建厂)。

杭发厂在接到中央主管部门的内迁任务后，按照上级部门的安排，于 1965 年 9 月 13 日制定了《关于一分为二支援内地建设的

工作计划》，确定了内迁的工作步骤、方法和旅途的组织工作等内容。在思想动员方面，采取层层发动，反复动员，先党内、后

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对全厂职工进行动员教育，并从经济和物质上给予困难职工帮助。在内迁人员的选定上，先通

过摸底排队，由杭发厂人事部门根据生产技术配套的原则提出内定名单，再经由四川省公安厅指派政治部门干部逐个政审，最

后由杭发厂党委研究决定，先后两次张榜公布。(11)对于中层干部的选择，还专门召开了联席会议，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南京汽

车分公司、重庆汽车分公司、杭州汽车发动机厂、重庆新建机械厂等各方都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进行了名单的审核确定。
(12) 

在此期间，杭州汽车发动机厂还多次与重庆新建机械厂联系，并派人前往重庆进行实地调查。1965 年 3 月，杭发厂派厂长

黄家琪带队，到重庆的新建厂做企业状况调查。(13)同年 10月，再由副厂长蒋正栋带队，共 7人前往重庆，分三个组开展调研工

作。一个组“搞工艺”，安排车间的工艺流程、设备安装、生产准备工作;第二个组了解重庆地区的生活情况;还有一个组安排

内迁。同时，调查小组对内迁职工配偶的工作预先进行了安排: 

内迁当中有厂外的家属，有的是棉纺厂的，有的是丝纺厂的，有的是造纸厂的。这些外单位的职工，来了以后你不给他安

排工作，怎么办呢?所以有丝纺厂来的直接安排到丝纺厂，有一部分安排在小龙坎棉纺厂，最远的在化龙桥对面，河边有个造纸

厂，像这种大概有三十几个人。(14) 

另一方面，迁入地重庆的新建厂，也为接纳杭发厂的内迁职工做了安排。工厂制定了《关于接待安排内迁职工的工作计划》;

成立以党委书记负责的接待工作领导小组;对原厂职工进行动员教育，要求热情接待，搞好团结;提前安排好内迁职工的工作和

生活等多方面事宜，例如专门为内迁职工修建了甲乙两栋新家属宿舍(俗称“杭州大楼”)。(15)重庆新建机械厂是三线改扩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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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其他在重庆新建的三线企业则没有如此条件，必须“边设计、边施工，“先生产，后生活”。 

(二)内迁过程 

经过中央主管部门的规划安排以及地方和企业的组织准备后，一线地区迅速开展了搬迁工作。1964 年就有少数企业开始内

迁到重庆，如重庆浦陵机器厂就是 1964 年从上海迁建到重庆北碚的。据时任华东局经委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钱敏回忆: 

重庆的浦陵机器厂，是从上海浦江机械厂搬过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人去重庆，从厂长、副厂长到科室干部、技术

人员到工人，都是如此。搬去的设备有四百多台……上海厂里谁调到重庆去开这部机器，谁就跟着这部机器一起走。一点不乱，

也不会窝工。效率非常之高。在上海拆卸包装只用了一个星期，运到重庆，也只用了一个多星期就开始生产。
(16)
 

浦陵机器厂从 1964 年 10 月 29 日确定搬迁之后，仅用 40 天，就全部完成了土建工程。从迁建到投产，总共只用了两个月

时间，效率很高。因而被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确定为内迁企业的成功典范，向整个西南三线内迁企业推广，以做好搬迁工作。
(17) 

沿海企业大规模内迁是从 1965 年开始的。搬迁以部分内迁或一分为二为主，也有少数是整厂搬迁的。其中，重庆红岩机器

厂是由无锡动力机厂全迁而成的。当时国家部委决定将无锡动力机厂军民两用的 250 系列柴油机生产，迁至重庆北碚歇马厂原

北碚钢铁厂旧址上新建红岩机器厂。1965 年从无锡搬迁设备440 台，新增 357台，内迁职工 1494 人。另外还从洛阳拖拉机配件

厂迁来 339 人。该厂在迁建时建立了中共现场委员会和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搬迁工程现场施工，效果良好。因此，红岩机器

厂的迁建被确定为继浦陵机器厂之后，整个西南三线建设中迁建工程的又一个典型，向三线内迁企业推广其经验。(18)杭州汽车

发动机厂则是部分内迁到重庆的。据该厂职工回忆，内迁人员确定后，在启程之前要先通过火车托运行李。 

内迁之前，就要把每一个家庭的家具、行李，都打包好。然后厂里面要派汽车给它装，每一个家庭都要帮他们装车。装完

车以后，要把它送到一个集结点，一个铁路的货运站，那个时候有很多货运车厢。现场都有人管在那边的，不能把内迁职工家

的家具损坏了，东西搞丢了，那不行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细致。(19) 

行李托运完后，杭发厂内迁职工就正式启程。他们于 1965 年 11月 23 日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24日傍晚再包船乘坐“丹阳”

号客轮离开上海驶往重庆。中途在南京、武汉、万县共停靠了三次。到达重庆后，他们受到了当地组织的热情接待。 

12 月 7 日中午，当内迁职工到达朝天门码头后，市委工交政治部、市总工会、市团委、市妇联、市机械局党委、省公安厅

劳改局、重庆汽车分公司等单位的领导以及厂领导和其他干部共计 120 多人前往迎接。当天晚上，市委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市

委工交政治部李主任代表市委致欢迎辞，会后观看电影。
(20)
 

第二天上午，杭发厂内迁职工达到了新建机械厂，住进了为其修建的两栋家属宿舍“杭州大楼”。针对刚到的内迁职工，

作为迁入厂的新建厂做了一系列工作，如组织参观生产区、生活区，做关于内地建设意义、汽车工业建设远景报告等。 

内迁初期，多数职工思想情绪基本稳定，但仍有部分职工的思想波动较大，产生了各种消极的想法，比如认为重庆的地形、

气候条件不好，生活条件艰苦等。(21)通过工厂不断做思想工作，并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磨合适应期之后，内迁的职工才逐渐适应

三线企业的社会、工作与生活。(22) 

二、内迁单位及人员 

经过几年的搬迁，三线地区迁入了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一类政府主导型移民——三线建设移民。以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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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从 1964 年到 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上海、北京、南京、辽宁、广东等地的 12

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的内迁职工就达 4万多人。(23)该时期内迁到重庆的具体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人数见下表: 

表 1 1964—1966 年内迁重庆的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统计表 

所属工业部门 企事业单位名称 单位数量 职工人数 

冶金部 重钢四厂、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第六冶金建设公司 3 8387 

煤炭部 煤炭工业科学院重庆研究所、中梁山煤炭洗选厂 2 535 

一机部 
四川汽车发动机厂、重型机械厂、华中机器厂、重庆仪表厂、杨家坪机器厂、江北机器

厂、汽车工业 公司、北碚仪表公司、四川汽车制造厂、花石仪表材料研究所 
10 2517 

五机部 
陵川机器厂、平山机器厂、双溪机器厂、晋林机械厂、明光仪表厂、华光仪器厂、金光

仪器厂、红光 仪表厂、益民仪器厂、宁江机器厂、川南工业学校 
11 3994 

六机部 新乐机械厂、清平机械厂、江云机械厂、长平机械厂、永平机械厂、武江机械厂 6 1523 

八机部 红岩机器厂、浦陵机器厂、海陵配件一厂、海陵配件二厂、第三设计院 5 3287 

石油部 一坪化工厂 1 331 

化工部 长江橡胶厂、西南制药二厂、重庆油漆厂、四川燃料厂、西南合成制药厂 5 613 

地质部 地质仪器厂、探矿机械厂、第二地质勘探大队 3 1146 

交通部 交通科学院重庆分院、第二服务工程处 2 420 

纺织工业部 阆中绸厂、重庆合成纤维厂 2 219 

建材部 嘉陵玻璃厂 1 76 

建工部 
土石方公司、江苏三公司、华北直属处、第一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中南三公司、渤海工

程局 
6 20566 

铁道部 第一大桥工程处 1 2480 

邮电部 上海邮电器材厂 1 100 

合计  59 46194 

 

(资料来源:方大浩主编:《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184—185页) 

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1964—1966 年内迁重庆的部分企事业单位和职工，三线建设给重庆带来的外地移民远远不止于此

数。一是除了上述沿海地区内迁的企事业单位外，1964 年下半年至 1967 年国家还在重庆地区安排了 59 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

项目的新建和改扩建。
(24)

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地区实际安排有 118 个三线工厂企业及科研单位，分布于市属 8个区和10个县。
(25)

这些新建和改扩建的项目同样需要迁入很多外地的技术工人和领导干部。例如，位于歌乐山脚下的新建机械厂，三线建设时从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杭州汽车发动机厂抽调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仅杭发厂就内迁了职工及家属 534 人。(26)二是此表统计的

只是 1964 年至 1966 年的内迁职工人数，1966 年之后内迁的三线职工以及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和转业军人并未统计在内。三

是除了内迁职工之外，还有大量的职工家属也陆续搬迁到三线地区，和家人共同居住生活。据估算，三线建设期间由外地迁入

重庆地区的职工人数在 10万左右，再加上随迁家属，全部迁入人口当在 30万左右。(27) 

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作为老工业基地的重庆也向其他地区如攀枝花、泸州、成都、自贡、绵阳等地输送了不少的技术力量

与熟练工人。(28)他们迁移到这些地区，负责包建或支援当地的三线企业。如自贡空压机厂由重庆水轮机厂空压机车间的设备及

人员搬迁并负责包建，资中矿山机械厂由重庆通用机械厂负责包建，乐山通用机械厂由重庆二机校、重庆电机厂支援，先锋机

床附件厂由重庆二机校支援。(29)这些厂都有因三线建设而前来工作的重庆移民。当然，相比于迁入本地的三线移民，重庆外迁

的移民数量则要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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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线移民的去留抉择 

在改革开放与调整改造之后，三线移民及其后面临着离去、留守以及返回家乡等多种选择。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我国

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国家根据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共同富裕的大政策，重点实施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更加悬

殊。一些三线企业亏损严重，职工生活困难。另外，三线企业因为军工任务不足，资源闲置，导致许多三线企业科技人员感到

无用武之地。再加上国家改革人事制度，实行人才流动，于是三线企业技术人才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出现了“一江春

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的潮流。不仅科研技术骨干“孔雀东南飞”，一般技术人员也纷纷“向东流”。此外，还有不少

职工要求返回迁出地。因此，三线企业职工的流失率一度居高不下。据调查，当时三线企业人才流失比例一般达 30%至 50%，个

别严重的甚至高达 80%。例如，贵阳车辆厂是铁道部所属从事货车修理的大型企业，由于地处山沟，产品单一，20世纪80年代

初期连年亏损。到 1985年，5000 多名职工有 1/3 要求调离，400 多名技术人员走得只剩下100 多人。(30)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 20

世纪 80年代“申请调离工厂的人员越来越多，以至于形成一种趋势，一种潮流”。到1984 年 4月，该厂调离的职工达582 人，

其中技术干部 81人，具有工程师职称的51人。仅在 1986 年 4月的一次人事劳资会议上提出研究的调离申请就有 146人，涉及

该厂的 15个车间、科室。(31) 

重庆地区的三线企业同样面临着人才大量外流和职工返回迁出地的问题。尽管国家出台了对企业调整改造和解决三线职工

困难的一系列政策，工厂也制定了种种规定，但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例如，重庆晋江机械厂(5057 厂)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

说:“三线养不住人。建厂 20多年来，工厂在山沟里生产、生活条件差，许多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导致职工部不安心工厂建设。”

这就造成“职工队伍不稳定，部分职工对工厂前途忧心忡忡，缺乏信心，工作、生活缺乏动力，人心涣散，专业技术骨干流失

严重”。(32)据调离该厂的一位职工回忆:“想从山沟到城里边来，这可能是当时大部分从三线企业跑出来的人重点考虑的一个原

因。很多人都想从山沟到城市，在我之前已经走了不少，包括调到广州的，调回上海的，还有安徽的，太原的老职工调回去的

还不少。”(33) 

“三线人”离开三线企业主要有两类情形:一类是上述情况，即三线职工尤其是技术人员流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改革开放

之后，这些地区的经济率先发展起来，并兴起了许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急需技术人才，“这对内迁职工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34)因而很多人纷纷选择前去工作。另一类则是内迁职工返回自己的家乡。进入 20世纪90年代后，身在他乡的“支内”

职工们大多已退休或无奈“内退”，加之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于是最终踏上了返乡之路。例如，当年从杭州汽车发动

机厂内迁重庆的职工，“回去的占了多数”。(35)一位从上海到川渝地区参加三线建设的支内职工，讲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他

们返回故乡的缘由: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进入 90年代以后，原本就缺乏地理、资源、市场的大多数三线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厂停

产或半停产，职工大批下岗，支内职工也在劫难逃。当年来内地的小青年，如今一个个都已年过半百。企业为了实现所谓的减

员增效，女四十、男五十的基本实行了“一刀切”。于是，多数人只能走“内部退养”或“提前退休”的无奈之路了。退休退

养了，身在他乡的支内职工，就开始思念生养自己的故乡……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上海当年的支内职工打起了回家的主意。(36) 

可见，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下，很多当年的三线建设内迁移民在退休之后选择了返回家乡。不过，即使返回迁出地

后，曾经的“三线人”也面临着户口、住房、养老、医疗、子女就业和社会再融入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37)
此外，由于收入有限、

子女留居以及身体条件等种种原因，仍有一部分三线内迁移民选择留在当地，继续他们的晚年生活。如有一位当年从杭州内迁

重庆的退休职工谈到: 

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后有大部分人都想回杭州，但是我是不想了，为什么呢?我的娃儿全部都来了，全家都来了，在杭州只

有姐姐;也没房子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就不想回去了。我在重庆待了有 50年了，我现在 84岁，只在杭州呆了三十几年，回

去也没意思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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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三线内迁职工的子女，除一部分留守在三线企业或定居在重庆外，大部分都不愿意继续呆在三线企业里，一些随父

母返回家乡，另一些则散落到海内外各地。三线移民及其后代选择离去、留守或返回家乡的原因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受到地区

发展水平、企业及个人经济状况、个体发展、家庭及子女、生活习惯、故乡感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有一

定关系。 

四、三线移民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主体对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是人们对“我是谁”的追问。从三线建设之初一直到如今，三线移民都面临

着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域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 

(一)地域身份认同 

地域身份认同是主体对“我是哪里人”的回答与认知。由于三线移民都是从外地迁到三线企业所在地的，家乡与居住地不

一致，他们对于“我是哪里人”的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的答案。三线移民的地域身份认同大体可分为三类情况:(39) 

第一类，认同自己是迁出地(即故乡)人。中国人有着浓厚的故土情结，有的三线移民尽管已内迁并居住在重庆几十年，但

依旧对家乡怀有很深的感情，加之亲戚朋友大多也在家乡，因此他们年老或退休后，仍然想返回故乡。例如，有从天津内迁重

庆的三线职工谈到: 

我退休以后就和我老伴返回天津了。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我就想一退休马上就买火车票回去，还能多陪我妈

妈一些日子。我老伴也是天津人，我俩就是要回家乡。我孩子都在重庆市，我小儿子顶替我去工厂上班了，我大女儿也在该厂

上班。我把我的子孙献给了祖国三线建设，我和老伴也完成了任务。我们想回家乡看看，我大儿子在天津工作，回去也有个照

应。(40) 

一部分内迁重庆的天津人“总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认为他们“是天津人，最终要回到故乡”。尽管这些三线移民认为

自己是迁出地(即故乡)人，但他们毕竟在三线地区居住了很长时间，因而对迁入地重庆有了很深的感情，将其视为“第二故乡”。 

第二类，认同自己是迁入地(即重庆)人。一些三线移民由于在迁入地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对当地的社会与文化已有了较

好的适应，并在重庆安居乐业，因此对迁入地重庆的认同感很强，认为自己现在就是重庆人。有的天津内迁职工及子女返津后，

却仍然认同自己是重庆人: 

我老伴在天津税务局，没跟我去支援三线。我刚回来的时候也是找不到地方，变化太快了。我这天津话也不太流利了，在

重庆市呆久了，反而是那边的话说得溜一些。我家大儿子跟我回来以后也不愿意说自己是天津人，总说自己是重庆人。这不，

现在又回重庆市了吧。(41) 

第三类，既认同是故乡人又认同是重庆人。这部分人多是三线移民二代，他们受到童年记忆和父辈的影响，对故乡有较强

认同感。同时从孩提时开始，他们便同重庆孩子一起学习、玩耍，且人际关系圈多以本地人为主，因而对重庆亦有归属感。有

些杭州内迁重庆的职工子女认为:“如果我回杭州，就是杭州人;如果我留重庆，就是重庆人。”他们既习惯吃杭州菜又能吃重

庆菜，既会讲杭州话又会说重庆话。不管回到故乡还是留在重庆，他们都能够较好地适应当地生活。笔者在四川等地调查时，

也发现有的三线移民及后代存在双地认同的情况，如四川锦江油嘴油泵厂的上海移民二代，便将其自身称为“川沪人”。(42) 

三线移民及子女的地域身份认同，存在较大的代际差异。三线移民一代大多更认同自己是故乡人;而移民二代、三代中认同

自己是迁入地人或两地人的比例则比一代更高。正如有的杭州内迁职工所言:“我们第一代过来的觉得自己是杭州人，我们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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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都会是杭州的影子。他们(二代)已经无所谓了，他们对杭州没什么感觉了，让他们回杭州住，他们还住不习惯。”(43) 

此外，对于“我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有的三线移民认识则较为模糊。例如，重庆晋江厂的支内职工陈志强谈到: 

很多人问过我觉得自己是哪里人。首先我是在天津待了十八年的天津人，其次我又是在北京待了五年的北京人，然后我也

是在太原待了两年的山西人，最后我是在重庆待了五十多年的重庆人。你说我算哪里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44) 

由于居住过多个地方，他对自己归属于哪里人没有明确的答案，有些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不限于少数三线移民，有的人甚

至对此深感困惑。例如，一位从山东内迁贵州的三线移民二代写到: 

身份，这个问题多年困扰着我们这批三线二代。我相信我和我厂里的大多数朋友一样，被这个问题多年困扰，每每填写表

格资料的时候，面对祖籍一项总会感到茫然。我是上大学后才清楚了我的几个亲姑姑分别是几姑，才知道我原来还有那么多表

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山东，对我似乎失去了意义。但久居的广州也会因为自己一口普通话将我拒绝，就算你在这里度过了

漫漫的十几年。在贵州，拒绝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因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因为不懂说方言，将划分为外地，全然不曾有

过归属，似乎只有对“折耳根”能找到些许共同点。我们这些三线子女就像泰戈尔所说:“就像那永恒的异乡人，追逐这无家的

潮水。”(45) 

在这位三线移民二代心中，故乡山东对她“似乎失去了意义”，而迁入地贵州又因为语言的原因将她划分为“外地人”，

“不曾有过归属”，现在居住的广州也同样将她拒绝。可见，他们对故乡认识模糊，对迁入地也无法拥有归属感，觉得自身的

地域身份认同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二)群体身份认同 

虽然三线移民对地域身份的认同存在多种情况，但对群体身份认同则较为一致，基本都认同“三线人”的身份。如前面提

及的晋江厂支内职工陈志强认为:“大家都喜欢称呼我们这些人为‘三线人’，其实我也觉得我算‘三线人’，因为我的一辈子

都奉献给了三线建设。”(46)参加过三线建设或在三线企业工作过多年的人，大多对“三线人”这一群体身份认同感较强。 

已有研究表明，“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变化和构建的过程。(47)三线建设时期国家通过制度的形式对移民进

行了强制性安排，因而在建设初期三线移民是“一种机械地、依借外力地对个体身份的消除和对群体身份的建构，群体的集体

身份认同尚处于萌芽状态”。(48)在迁入地居住、生活了较长时间后，“三线人”集体身份的社会定义与个体认同之间逐渐随着

时代的转变，从存在差异性转向产生某种契合点。但由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线建设并未完全解密，加之单位制仍具有深远的

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这一时期三线移民更多认同自己是某某厂人，如认为是“晋江(厂)人”、“天兴(厂)人”，以示和当地

人相区别，但还没有明确提出“三线人”这一群体身份认同概念。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单位制社会开始消解，同时第一代三线移民已迈入老年时期，退休、

下岗或返回故乡，他们开始追忆过往，更面临着自我认同的拷问。在与当地人、故乡人的交往、互动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三

线人”这个群体身份认同概念。笔者在许多场合，包括网络媒体、会议活动、实地访谈中都观察到许多三线建设者使用并认同

“三线人”这一概念。 

三线移民还通过聚会活动、撰写回忆文集等方式来强化“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返回故乡的三线移民，会时常举行定

期聚会，他们通过彼此互相倾诉、寻求身份归属感的重要方式，强化其“三线人”这一群体身份的印记，同时对这一群体身份

有了新的感知与重构，让“三线人”这一特殊的身份认同群体能在个体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继续得以维系。(49)不论返回家

乡的上海人、天津人还是杭州人，都采用这种方式来维系“三线人”这一群体身份。例如，当年从杭州内迁到重庆发动机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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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移民，在返回杭州后，每年这些三线“杭一代”、“杭二代”都会举行“岁月留下两代情”的主题聚会，“聊聊近来各自

的状况，回忆当年在重庆的往事”。(50)2015 年 11 月 28 日，在重庆的歌乐山上举行了“杭发厂支内来渝五十周年庆典”聚会，

共有 200多人参加，其中从杭州赶来参加聚会的“杭一代”、“杭二代”就有 50多人。 

除了聚会外，“三线人”还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在贴吧、QQ 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传播，甚至结集出版。全

国其他地方，已有三线建设者编撰了诸如《锦江岁月》《卫东记忆》《三线风云》《三线岁月》等回忆文集。重庆也有许多“三线

人”编撰了本厂的厂史文集，如晋江厂的几位退休老职工共同发起、编撰了《晋江记忆》、《晋江风采》等文集丛书。如今，一

些“三线人”还与地方政府、媒体和学者合作，拍摄影像作品，保护和开发三线工业遗产。(51)三线移民以各种形式和活动，来

缅怀他们的青春与记忆，书写自己的历史，强化三线移民和“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 

五、结语 

尽管三线建设移民数量庞大，涉及地域较广，但作为一种政府主导型移民，其搬迁速度较快，在短短数年间就已基本完成

迁移。这与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动员、组织以及前期准备有密切的关系。三线移民在内迁之初对

环境、工作与生活多有不适，经历了几年的磨合适应期之后，内迁的职工逐渐适应了三线企业的社会、工作与生活。但在改革

开放与调整改造之后，三线移民及其后代又面临着离去、留守以及返回家乡等多种选择，其抉择受到地区发展、经济状况、个

体发展、家庭及子女、生活习惯、故乡感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三线移民对自身的地域身份认同仍在差异，但他们对群体

身份认同却较为一致，基本都认同“三线人”的身份，并通过一些活动与形式来强化三线移民和“三线人”的群体身份认同。 

注释： 

1陈熙、徐有威:《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徙研究》，《史学月刊》2016 年第 2期。 

2王毅、钟谟智:《三线企业的搬迁对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以重庆的工资、物价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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